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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决策支持系统（clinical  decision  support

system，CDSS）是通过数据、模型和算法等智能化的

手段，以人机交互方式来辅助决策者的计算机应用

系统[1]。它可以模拟医学专家诊断、治疗疾病的思维

和过程，在疾病诊断、治疗、护理、手术、合理用药等

方面为临床医生提供决策支持。近年来，运用CDSS

提高医疗质量，辅助临床教学，助力科学研究已成为

主流趋势。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慢病、疑难病的高速

增长，使得我国对医疗人工智能需求巨大。但我国

CDSS的研发明显滞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尤其在中

医领域更是如此。针对这一现状，国务院办公厅于

2018年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

的意见》，提出“支持中医辨证论治智能辅助系统应

用，提升基层中医诊疗服务能力”。但由于种种问题

的存在，目前仍未设计出具备较为理想的临床实用

性的中医CDSS。本文就目前中医CDSS研发面临的

问题和解决方法进行相关阐述与讨论。

1 中医CDSS的研究现状

1.1  中医临床思维难以用计算机进行模拟  中医学

的思维源于中国古代哲学，其核心的思维模式是象

思维，即以物象或意象为解析工具，把客观事物自然

整体显现于外的现象作为依据，运用比喻、象征、类

推等方法表达对象世界的抽象意义，以此把握对世

界的普遍联系乃至本原之象[2]。象思维具体表现为

“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3]。“整体观念”是中医

思维的核心，贯穿于中医的各个方面，而“辨证论治”

则是“整体观念”在临床诊治过程的具体应用，是中

医实现动态、个性化诊治的基础。在两者的指导下，

不同医家结合长期的临床实践，对疾病发生发展的

规律出现了不同的理解，又逐步建立了“八纲”“脏

腑”“病因”“六经”“卫气营血”和“三焦”等不同

的辨证方法。这些辨证方法本身就各有其自身的特

点，再加上个人体质、环境气候、饮食习惯等多种因

素影响，又会出现难以计数的个体差异，使得中医的

辨证思维模式非常难以复刻。

中医CDSS的技术架构需要通过数据层、知识

层（知识图谱层）、AI层、应用层来逐层实现，其中

知识层和AI层是中医CDSS的核心环节。知识层依

托数据层通过对数据的进一步抽象和整理，形成

知识图谱，让机器理解中医的知识和思维。AI层则

是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等算法，建设不同

的模型以满足个性化的智能需求，是对数据和知识

的应用能力的体现。就目前而言，CDSS涉及的人

工智能算法包括K近邻算法（k-nearest  neighbor，

KNN）、回归算法、决策树、随机森林、贝叶斯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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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4]等。在算法之上又有机器学习和神经网络技术

综合各类学科和算法，实现计算机对人类的学习行

为和大脑思维模式的模拟，从而获取新知识和技能，

并重新优化已有的知识结构使之不断改善自身[1]。

虽然这些方法对中医由知识和经验转化成数据提

供了多层面的技术支持[5]，但即使如此，在面对中医

思维模式时，这些技术仍然显得不够成熟。除此以

外，中医思维模式常常被认为是“黑箱”理论的一

种体现[6-7]，但是在CDSS的设计中“黑箱”理论的应

用是存在争议的[8]。在CDSS的设计理念中，CDSS

做出的每个决策都必须保证能给出透明的推理演

算过程，以便用户能够理解所有CDSS提供的建议

的原理。这也在无形之中给中医人工智能之路增

加了不小的困难。

1.2  数据录入缺乏统一的标准  和其他领域一样，

中医临床数据同样可分为结构化数据、非结构化数

据以及半结构化数据。结构化数据是指具有一定逻

辑结构和物理结构关系，可以存储在数据库中的数

据，也被称为定量数据，如年龄、性别及生化检测指

标等。非结构化数据是相对于结构化数据而言的，

这类数据不存储在数据库中，而是以各种类型的文

本形式存放，又称为文本数据，如影像学中的各类图

像。半结构化数据是介于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

据之间的数据，最主要的就是病历资料。

中医学涉及的大量病案、古籍及四诊信息大

都属于半结构化数据或非结构化数据[9]。半结构

化数据或非结构化数据不能直接被电子病历系统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EMR）直接利用，必须经

过一定的转换使其能够被计算机识别。尽管现在自

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NLP）可以

协助完成知识提炼和知识提取，最终形成知识本体

或者知识网络[10-11]，但前提是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中

医术语库。这套中医病案症状术语库必须满足两个

条件：一是能准确且真实地表达中医思想，否则会诱

导人工智能产生偏差；二是必须形成一定的应用规

模，否则将无法实现数据整合，形成一片片“信息孤

岛”[12]。中医医案的记录主观因素过多、随意性强且

结构复杂，各类症状的内涵和外延模糊[13]，各位医家

对同样的症状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解和描述，因此

尚未建立被广泛接受并使用的中医术语库。

除了症状以外，如何对中医治疗进行疗效评价

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因为如果没有明确的中

医疗效评价标准，机器学习就无法对既有的算法和

模型进行反馈，从而无法自行进一步学习优化。目

前中医疗效评价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利用证候积

分量表，二是通过观察治疗前与治疗后病机的变化

判断疗效[14]。无论哪种都依靠医生的经验与主观感

受，依赖患者症状与体征的变化进行疗效评价，会带

来重复性差、主观性强并且观察时间有限等问题[15]。

但如果中医疗效的评价方法和指标只是单纯照搬生

物医学的模式，又很难反映出中医的自身规律与特

点，反而会对中医药的持续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1.3  缺乏高质量临床数据  大数据需要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也需要大数据。战胜李世石和柯洁的阿尔

法狗（AlphaGo）学习了超过三千万盘棋局，而作为

一个中医CDSS系统保守估计至少需要上千份有质量

的病历资料来进行机器学习。虽然目前已有微医集

团的“悬壶台”、朱文锋教授的“WF文锋-Ⅲ中医（辅

助）诊疗系统”等多种中医CDSS问世，但由于缺乏一

套完备可靠的中医临床数据来源，无法真实模拟中

医诊疗疾病思维的过程，大大限制其辅助诊疗的正

确性和临床实用性，无法提供高质量且合理的管理

建议，无法达到理想的用户满意度和实用性。当前

大部分医疗数据，特别是中医数据都是准确度低且

缺乏完整性的非结构化无效数据，因为在临床病例

采集中，即使对于同一患者，不同采集者所采集的数

据都难以做到一致。而中医更是具有非常个性化的

特点，致使中医数据的产生具备了高度的不可预测

性，这也严重影响中医大数据的利用。

2 方法与对策

2.1  加速中医药规范化进程，符合信息化需求  目

前我国已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中医规范化术语研

究，且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建立了一些具有一定规

模的术语库，如中医药学语言系统（TCMLS）、中医

临床术语系统、中医古籍语言系统等许多大型的术

语系统[16]。但是，这些标准仍未完全符合国际标准

化组织技术规范，仅可实现简单的检索功能，难以进

行深度数据挖掘与分析[17]。2019年中国中医药信息

学会发布了57项团体标准（T/CIATCM  001～057—

2019），是我国中医药信息行业的首批团体标准。这

57项标准涵盖中医药信息的基础标准、数据标准、技

术标准和管理标准等101项中医药信息标准研究项

目。其中《中医临床基本症状信息分类与代码》中

包含了881个中医基本症状信息的分类代码表，基

本能够满足中医临床病历的需求。虽然这个团体标

准与临床应用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相信通过

不断的临床应用和反馈，最终必然会形成一套完善

的可以应用于大数据研究的中医药规范化术语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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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利用名老中医病案和中医古籍，提高数据质

量  中医药大数据研发缺乏可靠的临床数据，这是

短时间内无法解决的难题。相较于大量质量参差不

齐的中医临床数据，名老中医的临床病案和中医古

籍中记载的经典方药，在质量上更适合直接被人工

智能采用。

名老中医的诊疗经验传承是中医药理论创新

发展的思想源泉，也是发掘我国中医药宝藏的重

要学术支撑。截至目前，国家已开展了六批3600

余人次的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

1200余个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建设工作，已拥有

200多位名医的医案4万份、典型医案6000余份、

有效方药300多首等数据资源。这些珍贵的特色

病案与有效方药不仅是中医最宝贵的财富，也是可

靠的中医临床数据来源。尽管传承成果丰硕，但由

于名老中医诊疗经验的传承模式目前仍以师带徒

为主，效率低下且周期过长，缺乏现代科技的支撑。

因此如何将名老中医临床病案进行数据处理，挖掘

其中隐含的诊疗知识并进行总结研究，进而模拟名

老中医的诊疗思维，研发基于名老中医诊疗经验的

CDSS已成为新的研究热点。这种结合模式不仅能

解决中医CDSS研发缺乏临床大数据支持的问题，

同时也能解决名老中医传承科技水平低下、缺乏成

果转化的问题。

与名老中医经验相似，中医古籍中记载的经典

方是中医理论和诊疗实践传承的载体，蕴含着巨大

的信息量。据2007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医

古籍总目》记载，全国131个图书馆中馆藏中医书目

有1.3万种，涉及范围包括临床诊疗经验、中药采集、

药性辨别、医案解释和偏方验方汇集等。屠呦呦正

是通过古籍文献带来的灵感发现了青蒿素，于2015

年10月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说明古籍中

蕴含着极为有价值的信息。目前对中医古籍的数据

挖掘大多比较粗浅，主要是一些用药频次研究或简

单的关联分析[18]，但也曾有学者将人工神经网络、决

策树等人工智能手段融入到古籍数据挖掘中[19]。虽

然这些研究成果的临床实用性还有待验证，但是足

以说明对中医古籍进行数据挖掘，从而为中医CDSS

提供基础数据和机器学习的素材是一条潜在的可行

之路。

2.3  从单病种开始，逐渐完成融合  以目前的技术

和前期研究成果，想要一步到位研发出面向各个专科

的中医CDSS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我们可以先从

单病种开始，研发出针对某一专科的CDSS系统，最终

融合形成全面的面向中医各个学科的CDSS系统。回

顾CDSS在国外的发展趋势，我们发现即使在CDSS研发

起步较早的美国，目前仍然是以专科CDSS研发为主[20]。

例如用于精神病学心理健康管理决策支持的CEMS

（clinical  evaluation  and  monitoring  system）系统，用

于传染病诊断决策支持的全球传染病和流行病学

网 络（global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epidemiology

network，GIDEON）系统[21]，用于妇产科临床决策支

持的IPROB系统及用于艾滋病病毒（HIV）感染患者

药物疗法决策支持的RetroGram系统[22，20]，等等。虽

然也有例如DXplain和伊莎贝尔（Isabel）系统在内的

运用范围较广的CDSS出现，但应用场景仅包括案例

分析、教学辅助、定点照护及医疗咨询[23]，距离理想

中的CDSS系统还相去甚远。

中医CDSS的研发难度远高于西医，因此我们

也不必急于研发面向各个专科的中医CDSS，可以

先着手研发针对单个中医专科的CDSS，等时机成

熟了以后再将其融合，形成完整的中医CDSS。这

样可以暂时降低研发的难度，为后期的研发提供

宝贵的经验，反而有可能加快CDSS的研发速度，

减少走弯路的过程，不失为一种较为有效的探索

方式。

3 结语

自1950年逻辑健康处理评价（health  evaluation

through  logical  processing，HELP）系 统 问 世 以 来，

CDSS的研发已经走过了70多年的历程。我国自主

研发的CDSS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逐步投入临床

应用，腾讯和阿里等互联网公司均涉足其中。但限

于数据、算法等制约因素，基于人工智能的中医辅助

诊疗系统发展非常滞后，目前依然没有人工智能在

中医药领域应用的成功案例。虽然困难重重，但是

市场对中医CDSS的需求却一直非常强大。仅从慢

性病防治这一应用层面来说，中医CDSS就具有协助

广大青年医生完成临床决策，提高广大基层医务工

作者慢病防治水平，提升医疗质量，控制医疗费用支

出，提高社会资源利用率的作用。

中医的发展需要传承与创新。基于时代高速

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为中医的传承和创新提供了非

常好的途径和路径，使得中医的创新形式更加多样

化和标准化，与现代医学的结合也更强。尽管中医

CDSS在多种方面存在很多问题与挑战，但凭借着广

阔的发展空间和应用前景，相信在未来中医人工智

能的帮助下可以解决中医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更多实

际问题，为人类健康作出更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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